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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川丰彦与中国
刘　家　峰 *
基督（新）教在近代东北亚的发展无疑是十九世纪以来欧美差会大规模传教运动的结果。然
而，从区域研究的视角来看东北亚各国基督教史，可以发现他们在基督教的传布，发展方面不仅
有颇为相似的轨迹，而且各国教会也有持续不断的深度交流。由于日本对韩国、中国等发动了侵
略战争，这使得东北亚各国间基督教的互动交流呈现异常复杂的形态。遗憾的是，目前关于东北
亚各国基督教交流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1）本文尝试以日本著名牧师贺川丰彦（1888－1960）与
中国基督教之间的交流为个案，为中日基督教交流史的研究抛砖引玉，希望得到方家指正。
一，贺川丰彦与中国的渊源
贺川丰彦是日本现代史上一个重要人物，兼具多重身份，是著名的牧师、布道家、劳工运动
领袖、社会活动家、作家、学者、和平主义者。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贺川丰彦被日本公认最具世
界知名度的日本人。2）二战期间，贺川由于反战而遭军方多次逮捕，其声誉在国外特别是中国和
美国达到顶峰，连宋美龄都说：“我甚痛恨日本，但是不能向上帝祈祷使日本灭亡，因为在日本
有一位为中国流泪祷告的贺川博士”。3）日本著名杂志《文艺春秋》在1964年曾评选“现代日本
的百名巨人”，贺川在社会行动领域内当选十位巨人之一。4）但随着时间流逝，他渐渐淡出国人
的视线。一位跟随贺川多年的同工在贺川去世十年后（1970年）写的传记中提到：“当时那么有
名的贺川丰彦̶五年间巡回全国，无人不知其名的贺川，现代的青年人却几乎不认识他了。”5）
尽管今日日本的书店里仍可见到贺川的作品，但年轻的日本人未必熟知这位昔日伟人，当代中国
人知道他名字的就更少了。 
 ＊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副主任
 1） 日韩基督教的关系要比日中关系更密切，这方面的研究论著稍多，代表性的著作有旅日韩国学者吴允台
《日韩基督教交流史》（东京：新教出版社，1968）。
 2） Yusuke Tsurumi, “Toyohiko Kagawa”, Japan Christian Quarterly, Vol. 10 （April 1935）, pp. 111-112.
 3） 黑田四郎著，邱信典译：《贺川丰彦传》（台北：人光出版社，1990），第194页。
 4） Yuzo Ota, “Kagawa Toyohiko, A Paciﬁ st?”, in Paciﬁ sm in Japan: The Christian and Socialist 
Tradition, ed. Nobuya Bamba & John F. Howes （Kyoto: Minerva Press, 1978）, p. 169.
 5） 这位同工即黑田四郎牧师，见《贺川丰彦传》，第 1页。另见Yuzo Ota文，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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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川出身贵族，但四岁时父母去世，十一岁时其叔父资助他进城念中学，遇见了改变他一生
命运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梅雅斯（H. W. Meyers）。梅雅斯待贺川如亲生，教他背诵《圣经》，
贺川在其影响下于1904年受洗入教。中学毕业后，贺川先后进东京明治学院和神户神学校读书。
他聪明好学，读书甚多，上课时喜欢质问教授。1909年圣诞前夕，他住进神户的神川贫民窟，开
始布道，教育，医疗等救济贫民的工作，在这里认识他的妻子春子。1914年他有机会去美国普林
斯顿大学和神学院读书，两年学成后又回到神户。这时他改变了以救济贫民为主的工作策略，开
始组织劳工运动，建立了日本第一个工会，开办了第一个劳工学校，曾领导神户船厂罢工，在关
西地区影响很大。他又组织农会、农工政党，后遭政府弹压。1920年代后期，他迁到东京开始推
广经济合作运动。1929年他领导发起了全国性的“神国运动”，目标是让全国信徒数量达到
一百万，为此他巡回各地演讲，影响很大。据统计，在四年半的时间里，贺川在743天中演讲了
1859次，听众达到787223人次，有62410人递交决志卡。6）二战初期他极力倡导和平主义运动，
曾来华向中国道歉，也因反对战争而被捕。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对战争的态度以及对美国的
立场一度有所改变。战后贺川积极投入国家和社会的重建工作，并着手构建世界联盟政府的和平
运动。他曾设想世界各国有独自宪法，唯独把战争的主权交给世界联邦政府。1948年贺川担任发
起人，随即成立日本世界联邦建设同盟，发行月刊《世界国家》。1954年，贺川担任世界联邦政
府副会长。1947、1948年他曾连续两年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1955年又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1960年72岁时去世。7）
贺川与中国关系密切。贺川所领导的劳工运动曾影响不少在日留学的中国人，其中有两位回
国后成为革命者。一位是黄日葵，1916年曾留学日本，对贺川领导的劳工运动赞赏有加，1918年
回国时特别赠诗给贺川，他后来成为广西的第一位共产党员。8）另一位是 1914年从吉林赴日留学
的王希天（1896-1923），五四运动的先驱者，周恩来的密友，1923年东京大地震时被日本宪兵谋
害。这些事实直到最近几年才广为人所知。9）王希天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曾担任东京中国卫理
公会的干事。王很钦佩贺川在贫民窟的工作，熟读贺川的《越过死亡线》，也经常去拜访贺川，
学习贺川的社会工作方法。王在被害前一直为在东京的中国劳工和学生争取正当权益。贺川曾对
王说，“哪一天日本没有穷人了，我就去中国帮助贫困人”。10）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很大一部分来自日本思想界的转译，如北京出版的《晨
 6） 《贺川丰彦传》，第97页。
 7） 以上概述参考了贺川丰彦的三种传记。早期的传记多是由西方传教士撰写，带有宣传性，在事实方面多有
夸张，如William Axling, Kagawa （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32）。较好的一本传记前面所提的
黑田四郎的《贺川丰彦传》。最近的一本学术性传记见Robert Schildgen, Toyohiko Kagawa: Apostle of 
Love and Social Justice （Berkeley: Centenary Books, 1988）. 日本国内贺川丰彦的研究甚多，详细书目见
见米沢和一郎编：《贺川丰彦II》（东京：纪伊国屋书店，2006年）。
 8） 吴忠才：《广西第一个共产党员̶黄日葵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广西党史》2000年第 4期，第 5页。
 9） 详见长春王希天研究会编：《王希天档案史料选编》（长春：长春出版社，1996）。
10） 长春王希天研究会编：《王希天纪念文集》（长春：长春出版社，1996），第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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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副刊》曾连载了日本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幸德秋水、堺利彦等人的文章。在1919年 7月25日到
8月 5日《晨报》也连载了贺川丰彦批评唯物史观的文章，但并没有署他的名字。11） 1920年 8
月，贺川曾应上海日本人基督教青年会和内山完造邀请访华，担任第一回“夏季自由大学讲座讲
师”，连续讲座和举行早祷会 5天。12）讲学之余，贺川亲自调查上海的贫民窟问题。陈独秀在日
记中称赞贺川在神户贫民窟的工作，称他是“一位有良心的学者”13），希望中国劳工领袖注意他的
言论。贺川也有机会与孙中山会面，他从会谈中得到很大启示，其视野从贫民教育，工会运动扩
大到对殖民地问题的关注，对中国，朝鲜的悲惨境遇有了深刻认识，他也批评了日本帝国主义。
但贺川误解了孙中山的谈话，认为他是天皇崇拜者。14）
1922年 4月，贺川应邀到清华大学参加世界基督徒学生大会，并与胡适会面，讨论信仰与生
命问题。15）随后的二十多年里，贺川先后多次来华布道，演讲，大多是应中国教会之邀。1934年
曾在上海与鲁迅会谈。在华传教士的重要期刊《教务杂志》对他每次来访都有大篇幅的报导和评
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贺川丰彦的名字和文章不时出现在等基督教的重要期刊上，几乎他每一
本著作出版后都很快有书评发表在《教务杂志》。中日战争期间，他仍多次来华布道。他的名字
在今天海外中国人的讲道中也偶尔提及。中国革命作家柳溪（1924－）的畅销小说《战争启示
录》居然也记载了贺川丰彦来华布道之事。 16） 
　   但贺川作为一个布道家和牧师，他在中国的影响主要还是在教会界。他主要以两个形象出现
在中国教会面前：一是基督教的社会主义者；一是基督教和平主义者。本文主要围绕两个方面来
阐述贺川在中国的活动及其影响。
二，作为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贺川丰彦 
贺川作为日本一位基督徒领袖，在二三十年为中国教会所高度关注，主要因为他在救济贫民
窟，领导日本劳工运动的贡献以及对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宣传。城市贫民和农村农民问题，恰是
二十年代中国教会界，特别是以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NCC）为代表的社会福音派人士极力
解决的问题。中国教会很想从贺川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理论中“取经”。1927年 8月，中华全国基
督教协进会在上海召开为期十天的“全国基督化经济关系”大会，特别邀请贺川及日本基督教协
进会代表参加。贺川在会上正式演讲两次，题目分别是“教会与经济问题”，“日本社会运动”，
11） 贺川原文题目是《唯心的经济史观之意义》，刊载《改造》1919年 7月号，《晨报》翻译发表时题目改为
《马氏唯物史观的批评》。
12） 米沢和一郎编：《贺川丰彦II》（东京：纪伊国屋书店，2006年），第602页。
13） 陈独秀：《独秀文存》卷二（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第101页。
14） 关于这次会见，很少为人所知，具体的研究见浜田直也 ：《孙文与贺川丰彦̶1920年的上海会谈》，《孙
文研究》第30号（2001年 7月），第 1－25页。
15） 丐尊：《贺川丰彦氏在中国的印象》，《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2年 7月14日），第一版。
16） 《战争启示录》（上，下卷）（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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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灵修四次。17）据《教务杂志》的报导，贺川“以演讲和激动人心的评论和批评为大会奠定了
基调”；“他确信以实践主耶稣的生活方式就一定能解决生存的问题，他把这一信念灌输给与会代
表”。18）这个基调就是贺川一向主张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关于该理论，贺川在这次会议的演讲
以及会后出版的中文版《基督教社会主义论》与《贺川丰彦评传》19）中都有清晰的论述。
在贺川看来，基督教社会主义不是到十九世纪英国毛里斯（F. D. Maurice）提倡才有的运
动，他在《基督教社会主义论》中详细论证了从使徒时代到中世纪的共产生活，再到近代产业革
命时代各国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说明基督教在1900年间的历史中，无论是在政治还是经济方
面，“事实上都实现了共产主义的生活”，“我们不得不说这种光荣的历史自身便是基督教社会主
义之本质”。20）他认为基督教决不单是个人主义的东西，而是一种以爱为基础的伟大的社会运
动 ：“这是一种以救拔生理的心理的道德的虚弱者为职志的伟大的爱之运动，这是永远的生命的
运动，是天国之运动，是‘爱的社会’主义运动”。21）贺川声明他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论不是建立
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础上，而是唯心的道德史观，他反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贺川以生
命价值说，劳动价值说和人格价值说来取代商品主义和机械的奴隶制度，以爱为基调而改造法律
和政治。22）这是贺川基督教社会主义论的要旨。
贺川主张基督教社会主义就是“爱的社会主义运动”，因此特别不赞成武力政策。他主张实
现共产主义的经济原则，却始终反对日本马克思学说和工人暴动：“我喜欢‘共产主义’这名词，
但很可惜马克思派包办了这四个字……物质上的有无相通，只是基督徒生活的一方面。我们应当
再进一步。如果我们实行登山宝训，那就是真的共产主义̶人道的共产主义。‘给’的共产主
义，不是‘抢’的共产主义”。23）他对暴动采取不妥协的态度，他认为在工业界里，“逐渐改革，
循序日进比革命还好”，所以他屡次与日本左倾的工会脱离关系，甚至有损劳工运动的统一也在
所不惜。24）
1929年，贺川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神国运动”（Kingdom of God Movement），
其目标是争取一百万人皈依。“神国运动”的指导思想就是贺川提出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教务杂
志》和一些中文报刊曾对该运动做了很多介绍，指出这一运动的三个方面：灵性方面是“通过神
而来的新生活”；伦理方面是“通过神而来的新道德”；社会方面是“通过神而来的新社会”。很
多传教士和中国教会领袖都认为贺川的“神国运动”，可以成为1930年中国基督教协进会发起的
17） 详见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会编：《基督化经济关系全国大会报告》（上海：1927年）。
18） The editor,“Christianizing China’s Economic Life”, The Chinese Recorder, 58 （1927）, pp. 639-640.
19） 《贺川丰彦评传》由协进会基督化经济生活委员于1928年 5月作为“经济改造丛书”出版，书名前面有小
标题“日本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原作者上海女青年会的邢德。作者引用贺川的话说 ：“我老早是一个社会主
义者，不是唯物主义，乃是唯神主义。我是基督教的社会主义者。”见该着第15页。
20） 贺川丰彦著，阮有秋译：《基督教社会主义论》（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第 1－ 2页。
21） 同上，第49页。
22） 同上，第49－50页。
23） 《贺川丰彦评传》，第15－16页。
24） 同上，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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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运动”的参考。“五年运动”的一个目标是要基督徒人数翻一番。25）
在随后几年里，贺川又多次来华与中国教会交流。1930年 7月26日- 8月 4日中华基督教会
召开干部工作会议，贺川作为演讲嘉宾受邀，他几乎是会议最耀眼的明星。中华基督教西干事高
伯兰（A.P.Kepler）在《教务杂志》发文报导会议盛况，全文共六页，但几乎用了四页篇幅来
介绍贺川丰彦。他描述贺川是一位“集聚了贤人的思想和圣人的神秘”的伟人，是“访问过中国
的最伟大的人物之一，其影响将会持续很久”。26） 贺川在这次会议上的主讲仍围绕基督教与社会
改造的问题，强调上帝、圣灵在社会改造中的地位。他说：“我很急切看到社会改造，不是因为
我是一名社会主义者，而是因为我是一名基督徒；”“没有上帝，劳工运动不再美丽，那只是一
场斗争”。27）根据高伯兰的总结，贺川宣讲的哲学思想有三点：伦理上的神秘主义，社会化的个
人主义和奉献的共产主义。关于共产主义，贺川比较了耶稣、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认为前者
是“奉献的，服务的和牺牲的共产主义，后者则是索取的共产主义”，再次强调了他所理解的基
督教式的共产主义观念。28）
从二十年代末起，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农民运动引起了传教士的注视。因为共产主义者主张
为贫苦人争取生存权利，很多传教士给予同情，但又不能认同其暴力革命的手段，因此如何应对
共产主义的挑战成为当时中国教会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1931年 1月15－18日，贺川再次应邀
来华演讲和主持退修会。他在沪江大学连续做了三个讲座，题目分别是“基督教与社会秩序”、
“十字架与社会”、“城市问题”，演讲稿全部发表在《教务杂志》。29）参加演讲会的人都是各教会
和基督教机构的领袖，包括协进会总干事诚静怡，金陵女大校长吴贻芳等。贺川在这些讲座中阐
述了如何应用基督教教义处理社会秩序的问题，进一步宣扬他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理论。贺川把马
克思和耶稣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方面是正确的，然而，“马
克思主义仅仅是病理学研究”，它不是“重组社会的计划，也没有为建设新社会提供任何新的思
想”。但贺川仍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出现是一件好事，因为在十九世纪，基督教忘掉了为穷人的事
业，“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十字架的意义，如果我们践行了耶稣的十字架，也许就不再需要马克
思主义”。30） 贺川对社会重建有他自己的主张。他发现基督教之所以软弱无力，根本在于“教会
内部缺乏互助”，因此，他极力倡导友爱运动（brotherhood movement），认为“共产主义运动
不过是基督教友爱运动的结果”。基于这样的理想，贺川强调合作的重要性，包括国际合作。31）
贺川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评论为中国教会人士提供了思想资源，他的话语经常被引用。一
25） Editorial,“Mr. Kagawa’s Message”, The Chinese Recorder, 60 （1929）, p. 480.
26） A. P. Kepler,“The General Workers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61 （1930）, pp. 546-547.
27） Ibid., p. 548.
28） Ibid..
29） The Chinese Recorder, 62 （1931）, pp. 141-143; 214-220; 290-295.
30） Toyohiko Kagawa, “The Cross and Society”, The Chinese Recorder, 62 （1931）, pp. 217-218.
31） I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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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参加演讲会的中国教会人士这样评论贺川，“他似乎更像一位中国人而不是日本人”。贺川被看
成东方基督教的先知，“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更能激励东方的弟兄姊妹”。32） 这次演讲之后，从
中国教会的出版物来看，不时有关于贺川的介绍及文章发表，显示出贺川在中国教会界的影响与
日俱增，特别是在服膺社会福音的传教士和中国教会人士中间，贺川几乎成了学习效仿的楷模。
　　抗战爆发前十年，乡村问题引起民间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基督教会曾是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
先驱，在三十年代初期也参与其中，搞起了乡村建设运动。日本的基督教运动曾是现代传教运动
中以城市为中心而著称的，但在二十年代，其兴趣最终也转向了乡村。贺川在日本乡村传教和乡
村社会改造方面都发挥了领头羊的作用，其思想与事工自然也为中国教会瞩目。贺川所举办的乡
村事工中，最具有意义的项目是农民福音学校，它被看作是对日本基督教运动最重要的贡献，中
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乡村干事张福良曾多次发表文章予以介绍。33）农民福音学校是贺川受丹麦民
众学校的启发而建立的，到1931年日本已有40所这样的学校。农民福音学校的目的是培养基督教
乡村领袖，入校学生都是农民，年龄大部分在20－25岁，所有学生吃住在一起，如果可能，老师
也如此。学期也长短不一，从 3天到一年，大部分是10天到一个月。师资来自当地教牧人员，基
督教和社会领袖，农业学校的老师等。34）张福良很想把这种办学模式引入中国，但在1934他被国
民政府经济委员会借调，协进会就一直缺乏一位能干的农村干事来促成此事。
从二十年代末起，贺川的频频来华访问演讲，各重要基督教期刊报纸如《教务杂志》，《真理
与生命》，《金陵神学志》等对贺川以及作品的介绍，贺川重要著作的翻译出版，都使他在中国教
会界的影响与日俱增。其著作至少有 6本被翻译成中文出版。除前面提及的《基督教社会主义
论》是太平洋书店出版外（1928），其它 5本都是由广学会出版的，分别是《贺川丰彦证道谈》
（1929年初版，1939年再版），《魂之雕刻》（1932年），《爱的科学》（1934初版，1939再版），《上
帝与新生命》（1936年初版，1940年再版）；《友爱的合作经济学》（1940年）。《爱的科学》曾荣获
广学会“最具影响力的翻译作品奖”。那一时代随处可见的贺川出版物，见证了他在中国教会界
的影响。
三，作为基督教和平主义者的贺川丰彦
据已有研究，贺川丰彦主张和平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他的中学时代，他已受洗入教。这时正
值日俄战争，他就读的德岛中学要求学生穿军服，并必修军训课。有一天，学生都在行军训练，
贺川扔下手中的武器，宣布他是和平主义者。教官命令他捡起，贺川拒绝，因此被揍了一
32） Ida Belle Lewis, “Kagawa: Prophet of Radiant Abandon”, The Chinese Recorder, 62 （1931）, p. 180.
33） 张福良：《乡村教会平信徒训练问题》，《中华归主》，第一百三十四期（1933年 3月 1日），第11页。
34） “Peasant Gospel Schools in Japan”,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63, No. 9, September 1932）, pp. 591-
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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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35）1906年，他入明治学院，在《德岛每日新闻》发表了《世界和平论》。这篇文章引用了康
德、黑格尔、马克思著作以及当代文献，显示出他的和平主义倾向。36） 1915年他出版了《贫民
心理的研究》一书，批评政府不顾众多贫困人口，仍大量开支军费。1917年从普林斯顿回国后，
他写了一篇名为《和平之路》（1919），批评日本把“二十一条”强加给中国。他在文章中疾呼：
“用剑获得的和平不是和平。让我们离开军队！只有这样才会有真的和平”。37） 1924年，他联合
泰戈尔、甘地、爱因斯坦、罗曼·罗兰，共同签署了一份“废除兵役宣言”，并于次年交给国联。
二十年代以后，贺川在和平主义方面的努力主要是以组织者和公共演说家的身份进行，吸引了大
量民众，特别是在海外，如中国和美国，被看作日本和平主义运动的领袖。38） 
1927年 8月，贺川来华时就很关注中日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冲突，反对日本在东三省的野心。
他认为解决经济的难题，应用科学方法，实地研究，教育指导，不宜侵略邻国土地。39）1928年 5
月，日军在山东制造“济南惨案”，显示田中内阁在实施进一步的侵略政策，这对贺川很大的刺
激。 8月，他和一群和平主义组织了“全国非战同盟”，他担任委员长，宣布十条主张，包括实
施巴黎和平条约，团结世界和平力量，削减军费，反对帝国主义教育等。40） 1930年 7月，贺川
来华发表多次演讲。他向中国同道为日本的侵略行径道歉，他说：“我一直主张基督教的国际主
义，因为基督教就是国际的。我很爱日本，因此我为这个国家服务。但是，我从来没有忘记我也
是天国的一个子民。我首先是上帝的子民，然后才是日本的国民”。41）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他正在从美国返回日本的途中。他在日记本上写下两首诗，其中一
首题为“焦虑的孩子” ，用英文写的，有这样的句子：“我再次成为焦虑的孩子，满载日本的罪
……向中国道歉，向世界道歉”。42） 1932年，他又写下一首类似的英文诗，发表在《教务杂志》，
题目是“心痛的孩子”（Child of An Aching Heart）43）。同年 3月，由于贺川在自己主编的《耶
稣之友》发表了抗议日本侵略中国的文章而遭到地方当局囚禁。44）
　　为了加强中日基督教界的沟通，1932年11月，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仍按惯例派代表参加日
本基督教协进会的年会。中国代表专门提出要与贺川会面，但贺川并没有就中日关系表示什
么。45）1933年 6月，燕京大学，金陵女子大学和金陵神学院的三位中国学生组团访问日本，其中
35） 前揭Robert Schildgen书 , p. 25.
36） 前揭Yuzo Ota文 , p. 173.
37） Ibid., p. 175.
38） Ibid., pp. 176-177.
39） 《贺川丰彦评传》，第17－18页。
40） 《贺川丰彦II》，第581页。
41） A. P. Kepler,“The General Workers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61 （1930）, p. 549.
42） Yuzo Ota, p. 177.
43）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63 （1932）, p. 308.
44） 见《布道杂志》第五卷第四期（1932年 7月），第73页。
45） L. H. R., “A Visit to Japan”,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64 （1933）, p.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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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重要活动就是与贺川的会面。 6月25日他们见到了贺川丰彦，同时参加他主持的礼拜。贺川
向中国学生解释了他对中日事件缄口不言的原因。他说他现在所能走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坐监，
二是创办和平教育。他认为目下日本第一应做的事，就是悔改，日本既犯了破坏和平的大罪，为
永久计，就当用彻底的和平教育来弥补。关于东三省问题，贺川认为虽一时为日本所得，但决不
能为日本所有，因中国东省移民的生活程度，和那魁梧雄伟的体格，非日本国民所能望其项背；
况且地处寒带，非日本国民所能耐，所以，纵令日本政府以高压政策促使人们迁移，也决非持
久。所以，他认为中国不必着慌，唯一的出路还是经济与文化的竞争。贺川不赞成中国的武力抗
战，“假如中国以武力夺回东省，那简直是劳而无功，仅供牺牲而已”。他说，中华民族的特长在
于同化别人的力量非常之大，所以对日本的文化侵略不必惧怕。中国学生对贺川的态度有些困
惑，甚至不满。46）中国学生代表之一张雪岩认为贺川应该学习耶稣走上十字架的勇气，而不应选
择活下来教育民众，“死否尚不定̶就令因非战而牺牲了性命，也大可激动各国为和平而奋斗
的青年，这样的影响也会愈演愈烈，直至和平的天国实现于人间”。47）这样的质问尽管偏激，但
对贺川而言这确实是很大的压力。
　　 1934年 3月，贺川访问菲律宾后回国，取道中国，在香港，广州和上海停留十天，发表不
少讲演。每次正式讲演前，他都要先向听众为日本军阀对中国的伤害表示道歉，请求中国人原
谅。48） 3月11日，他在上海出席《爱的科学》中文版的出版仪式。他为中文版写了序言也充满了
忏悔之情：
　　“我觉得非常的难过，因为我们日本人对于中国不断地破坏着爱的法则。我爱日本样地
爱着中国，而且我是永久的祈祷着中国早能得到太平的日子。……即使我代替日本对中国作
一百万回的谢罪，也不能谢完了日本的罪吧。……我羞愧我没有感化日本军阀的力量。……
饶恕我吧，产生过孔子和墨子的国民啊，日本民族总有一天也会丢弃了枪炮而在十字架的爱
上觉醒罢。现在我除了谢罪之外没有想别的。如果中国的同志们有来翻开这本书一读的时
候，请记住在日本也有许多年轻的灵魂是像我这样忏悔着而恳求谢罪”。49）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决定实行全民参战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要求全国民众和各组
织的支持。1937年 7月，日本基督教协进会立刻成立一个30人的特别委员会，做了四点声明，内
容包括“为了表示我们对帝国军队的辛苦，我们将采取措施安慰他们。” 50）该声明所表达的立场
显然与和平主义的信仰相去甚远。日本教会在这时已开始集体转向，一些基督徒试图把神道教与
基督教紧密结合起来。
46） 张雪岩：《东瀛归来》，《金陵神学志》15卷 8期（1933年10月），第30-31页。这次访问的报导，亦见 
“Editorial”,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64 （1933）, pp. 697-698.
47） 张雪岩：《东瀛归来》，第31页。
48） “Dr. Kagawa Visits Canton”,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65 （1934）, p. 339.
49） 贺川丰彦著，俞康德译：《爱的科学》（上海：广学会，1934），第 1 - 2页。
50） “Church of Japan in War Time”,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68 （1937）, p. 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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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种情形下，贺川仍在1938年《日本基督教年鉴》上发表文章，批评日本教会完全堕入民族
主义，指出基督教作为爱的宗教，本来应该充满热情和吸引力，但现在变得冰冷，让人厌恶，失
去了上帝信仰的活力和独特性。他发现很多基督教组织已“变得极端民族主义”，和平主义运动
被人讥笑，任何反对军方行动或声明的言论都为法律所禁止，报刊甚至连“和平”两字都不能出
现。51）这篇指责民族主义的文章，让贺川承受了被宪兵逮捕的风险。显然，这时再提倡和平主义
已不合时宜了。
　　1940年 8月25日，贺川被宪兵逮捕，直接原因是他给美国的宗教组织发送了一些反战文章，
并批评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个消息由传教士迅速传到海外，让人们看到他仍是一位坚定的和
平主义者。 9月13日，他很快被释放。52）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贺川对待战争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他放弃了和平主义的立
场。在贺川眼里，日本已经成为被侵略的弱小国家，虽然他仍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但认为日本与
美国及英国的战争是正义的。1943年 5月，他由于涉嫌反战和传播社会思想被捕审讯。11月贺川
再次被捕，之后，他就宣布他不再是一个和平主义者，退出世界反战联盟和日本唯爱社。贺川
说，“最热忱的和平主义者，在看到丘吉尔和罗斯福准备连手来毁掉日本，这个东方唯一独立的
国家之后，都无法再保持以前的信仰。” “我已下定决心，即使其它日本人都已死去，只有我还活
着，我也要继续保卫日本，让独立和自由不会从东方消失。”53）
战争时期，贺川仍四次来中国布道演讲，所讲内容不外乎“大东亚圣战”期间，中日基督徒
应合作云云。根据一位与贺川交往很深的美国传教士贝克（Richard Terrill Baker）的说法，贺
川在公开场合说日本是帮助亚洲所有国家从西方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但在私下的会谈中，他仍
对日本侵略中国表示遗憾。54）
诚然，贺川丰彦在战争时期呈现出一个难以把握的多面性，在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前后，
他对中国和美国的态度以及和平主义的立场都有不小的差异，他的人格表现似乎也充满了矛盾。
这种矛盾在1939年 1月14日他与印度圣雄甘地的会谈也表现出来。甘地问贺川如何看待日本对中
国的战争，贺川说：“您如果站在我的立场会怎么做？”甘地回答：“我会公开发表我的意见，然
后欣然等待枪决。我会在天枰的一端放上生活协同组合和你的全部事业，另一端放上贵国的荣
誉，如果你知道国家荣誉正被出卖，我要建议你宣布反对日本的观点，通过你的死让日本复活。
这就是我对你的要求。但是要做到这点必须下定决心。”贺川说：“我已做好死的准备，但朋友们
51） Kagawa Toyohiko, “The Church and Present Trends”, Japan Christian Year Book, Vol. 36（1938）, 
pp. 170-171.
52） Yuzo Ota, p. 178.
53） Ibid., p. 191.
54） Richard Terrill Baker, Darkness of the Sun: The 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Japanese Empire（New 
York: Abingdon-Cokesbury Press, 1947）, p.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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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我不要这样做。” 55）贺川终究没有听从甘地的建议，还是屈从了民族主义，走向了支持战争
的道路。因此，日本学者大田评论贺川的和平主义是“既不一贯又不坚定，只能说倾向和平主
义”，他认为这是贺川战时的投机主义（opportunism）造成的。56）
笔者认为，如果考虑到战时日本政府对基督教以及和平主义运动的严格控制甚至迫害，或许
我们能对贺川“投降”民族主义给予更多同情的理解。贝克早在1947年曾就贺川的“变节” 极力
给予解释，辩护。他提到一个事实，在战争时期，贺川没有参加过任何一个当时铺天盖地的各种
爱国组织。他认为贺川在战时所为，都是出于为了让整个教会避免政府的打扰。贺川自己承认在
他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殉道，一条尽可能少些屈从，仍能活着担起教会的重担，继续工作。
贺川选择了后者。他的理由是日本教会还很脆弱，已被（政府）毫不留情地压制；如果他再进一
步地反抗，很可能会导致像1600年的大迫害。57） 
我们只能说，贺川并不是一位绝对的和平主义者，不会在任何政治环境下都会把和平主义的
思想变为行动。何况，贺川对实现永久的和平主义有他自己独到的理解，即用经济合作运动的方
式来推进世界和平。他把“爱的社会主义运动”落实到经济合作上，这就是他所倡导的“基督教
的合作运动”，并希望藉此合作促成永久的世界和平。贺川在1936年美国出版的 Brotherhood 
Economics 一书中做了集中阐释。他所讲的合作运动又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合作运动，他提倡的
是“充满爱的精神的合作运动”，因此，1940年出版的中文版名为《友爱的合作经济学》。在贺川
看来，如果各国在商业上密切相关，并设立国际经济会议进行协商，国际的合作运动组织也就有
了巨大进步，就可以成立国际合作社，借国际合作获得世界和平。58）把世界和平建立在经济基础
和国际联合上，这正是贺川和平主义理论的特色。
四，结语
从上述可见，贺川在中国拥有相当高的知名度，为很多传教士以及中国教会人士所景仰。日
本著名牧师渡边善太称贺川为“畏友”，原因是贺川能够把“教会的福音宣教”路线与“教会外
的社会活动”路线不混杂合同，两者各保持其本质，而且直到他逝世为止，不仅研究两者的理
论，而且尽其全力贯彻始终，至死不渝。59）这确实是贺川的过人之处。《教务杂志》有篇文章把
贺川与甘地，孙中山并列称为“现代东方的三位哲人”。这位传教士作者这样评价贺川：他是
“让全世界的教会领袖既羡慕又沮丧的人。他现在做的正是我们应该做的，但其它人如何才能具
55） 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 The Collect Works of Mahatma Gandhi, 90 vol., New Delhi: The 
Publications Division,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Broadcasting, Government of India, 1977, vol. 68, 
p. 295. 转引自Robert Schildgen书 , p. 294.
56） Yuzo Ota, p. 197.
57） Baker, p. 156.
58） 贺川丰彦著，许无愁，程伯群译：《友爱的合作经济学》（上海，广学会1940），第145页。
59） 《贺川丰彦传》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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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像他这样多才多艺的天赋呢”。60）贺川不是神学家，曾主张“神学无用论”，但他是一个富有创
造性的思想者；同时，他又是一个眼光向下的实干家。依此为标准，放眼当时的中国教会，的确
无人能出其右。这也难怪传教士多次呼吁，希望中国也能出现贺川这样的领袖人物。
　　让人不解的是，当时颇受欢迎的中国布道家宋尚节，其神学立场与贺川迥然不同，但在当时
他却被视作“日本的贺川丰彦”。61）1931年 1月15日贺川在沪江大学演讲，主办者也邀请了宋尚
节与会，他去华北考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回来正好经过上海。谢颂羔将宋尚节介绍给贺
川。贺川告诉宋尚节，他四年前自设一个农民福音学校，教授农艺科学，教授共产合作史，已训
练出五十人散居各村为乡村领袖。宋说：“1930年，（我）训练了三百位传道人，专注重灵性奋兴
方面，你认为合乎主旨意吗？”贺川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认为宋应提倡平民教育。贺川丰彦当时
演讲的是“十字架帮助日本改良”。宋被请去领祷告会，他的讲题是“耶稣宝血有能力”，“十字
架的功效”和“重生被圣灵充满的必要”。宋深知其演讲不合听众的胃口，自告引退，“因蒙我主
宝血洁净，不能再像在美国时讲似是而非的社会福音”。62）总体来说，基要派的信徒认为贺川的
布道缺乏宗教信息，非常反感他所讲的基督教社会主义。
　　贺川在日本虽然是一个超级巨星，光芒四射，但主流教会却不承认他。贺川在日本教会历史
上一个富有争议的人物，褒贬不一。因为他组织劳工运动，有人认为他是“赤色分子”，认为他
的教会观是靠不住的，因为他积极参加社会运动，保守教会认为他是“魔鬼”。63）另一方面，贺
川反对暴力革命，受到左派人士的攻击，他不得不与他们决裂。他一生都有人支持，有人批评。
　　贺川在中国教会界拥有很高的知名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他个人具备的超级魅力，
其魅力来自他悲剧色彩的个人经历（卑贱的出身，患肺病，瘦弱的身材，入住贫民窟，多次被警
察逮捕），青春与明朗的性格，百科全书式的天才头脑，新奇的构想，持之以恒的实践等 ；64）另
一方面，贺川的思想与实践为中国教会提供了思考基督教与社会运动的理论资源，适应了当时教
会积极应对社会问题的需要。但应该注意，只有那些主张社会福音的教会和信徒才服膺贺川的理
论，他对中国教会的影响也主要在思想层面。
　　（本文写作得到了华中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加藤实牧师，明治学院大学渡边佑子教授，关西大
学陶德民教授，日本东京贺川丰彦纪念松沢资料馆馆长加山久夫教授，米沢和一郎先生，杉浦秀
典先生的指点或赠送资料，谨此致谢。）
60） Paul G. Hayes, “Wise Men from the Modern East”, The Chinese Recorder, 64 （1933）, p. 770.
61） 刘翼凌：《宋尚节传》，香港：福音证主协会，1995年 7月，第330页。
62） 宋尚节：《灵历集光》，网上阅读 http://www.livingwater4u.com/reader/b_lljg/lljg-401.htm
63） 《贺川丰彦传》，第173页。
64） 同上，第128－134。
